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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狩猎采集觅食模式是 1970 年代以来在西方考古学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分析方法，通过借助民族学

资料及模拟研究，结合考古学、古环境学、古生态学的研究数据，对石器加工技术、人类行为、社会组

织结构等进行模拟与重现。本文对西方考古学对狩猎采集觅食模式的应用史加以回顾，简要介绍其基本

模式，对狩猎采集觅食模式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运用前景进行简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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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中国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史，如今多学科、多手段应用到

这个领域，古地质学、古环境学、古生态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逐渐被提取，功

能与类型学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都被纳入石制品研究中，动物考古学也日渐成

熟，民族学材料为恢复古人类生计提供素材。单纯的材料分析无法完整地重建史前人类的

生计模式，考古学研究也不应简单地对考古学材料进行描述，而应透过材料从深层剖析

其蕴含的内在机制，基于考古学、民族学等材料的综合理论分析——狩猎采集觅食模式

（Hunter-gatherer Foraging Models）就是阐释这种内在机制的方法之一。

人类在其漫长的演化史中，99% 以上的时间以狩猎采集群体存在
[1]
，时至今日，仍

有一些狩猎采集人口零星分布在世界上的少数区域。在我国，狩猎采集觅食模式在旧石器

时代考古学中的应用尚处于开创期，相关成果如同凤毛麟角，虽有一些尝试性的介绍和模

拟研究，但却仍嫌薄弱
[2-7]

。对狩猎采集者生存方式的理解是所有人类学理论评论不可或

缺的
[8]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部分，在研究中将考古学数据与狩猎采集觅食

理论相结合是解决考古问题的的一个有效途径。本文介绍西方考古学对狩猎采集觅食模式

的运用和基本理论，展望该方法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运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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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狩猎采集觅食模式

流动的狩猎采集群，也有学者称之为“游群”（bands），是小规模的社会，人数一

般少于 100 人，以季节性的流动来获取未驯化的食物资源；群体成员多以血缘和婚姻相联，

成员间无明显经济差别或地位差异，没有正式的领袖；其遗址主要是季节性栖居的营地及

其他小型的或专门性遗址；目前残存的狩猎采集群都属这一类型
[9]
。从人类演化的角度上，

狩猎采集者未使用金属、枪支等近现代武器，没有对动植物的驯化，靠攫取自然资源维持

生计。然而从民族学研究的角度上，现代的狩猎采集群体受周边环境的影响，或多或少地

会有现代化物质的介入
[1]
。鉴于此，在进行民族学调查、数据收集以及运用民族学材料论

证考古学现象时需要做出适当取舍。

狩猎采集者的饮食资源是影响其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的重要因素之一。肉食资源被

认为是狩猎采集人群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是在早期研究中一个误解。民族学调查数据显

示，极寒地带因气候阴冷导致植物无法生长，植物资源在食谱中所占比重低，而综合分析

世界范围内的狩猎采集群体调查数据（表 1），狩猎所获取的肉食资源在食谱中的比重仅

约 20%-40%，其余为植物资源、水生食物等
[1]
。

实际上，根据表 1 可知，不同的狩猎采集群体之间在组织方式、食谱等方面都具有很

大的差异性，其维持生计的策略也具有极大的不同。通过对一系列民族学调查材料的分析，

Binford 指出，从生产生活资源、环境相对稳定的地区到食物资源有限、环境相对恶劣的

地区，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的狩猎采集者呈现出从采食者（forager）到集食者（collector）
这两者间的不同状态，相应地，他们采取从迁居式流动（residential mobility）到后勤式流

动（logistical mobility）1)
适应性变化的流动策略

[11]
。采食者群体规模小，资源斑块（patch）

的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上比较均一，觅食风险小，例如热带地区；而集食者多生活在气候变

化显著区域，资源斑块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起伏，觅食过程会面临不可预测的风

险
[12-14]

。相应的，采食者所处的环境虽然能够持续性地提供充沛的食物，但是以大型动物

为代表的某些资源属于机会狩猎，因而采食者倾向于使用可维护性的工具；而对集食者而

言，定期大量出现的季节性资源具有可预测性，需要在某个固定时间段内提高狩猎的成功

率，因而他们会倾向于使用可依赖性的工具
[15]
。在实际的民族学研究中，不同群体间并

非一分为二地分为两类，而是相互混杂，在采食者和觅食者之间呈现不同的表现状态。与

民族学资料相同，在不同的环境、资源条件下，史前狩猎采集者在这两种方式之间会有一

些混合型的组织形式，产生复杂的考古学遗存。

1)　按照 Binford[11] 的论述，陈胜前 [5,6] 将觅食者（forager）策略简述为“通过不断的迁徙来发现新的资源，完全的居无定所”

的一种适应生存策略；集食者（collector）策略是“有一定的固定营地，然后派出任务小组出去采集和捕获食物”的一种

适应生存策略。Binford 同时指出，迁居式流动（residential mobility）即无固定营地、不断迁徙以获取足够生活资源的流

动策略，采用该策略的人群往往能在生活范围内获得所有的必需生活资源，是一种人类向资源靠拢的策略，为采食者所用。

后勤式流动（logistic mobility）是有一定固定营地的觅食者所采用的流动策略。在生活区域内，觅食者无法获取所有的必

需资源，故而将固定营地建立在需求最多的资源附近，通过从固定营地派出特殊的工作小组（work group）获取其他所需

资源，从而降低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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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Smith[16]
指出，觅食理论基于人类适应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大前提下而提

出系列假设，从而进行人类生存经济的最优化分析，同时数学方法和民族学调查材料、数

据为基础的图表分析的运用为理论的演绎及应用提供了相对缜密、实用的保证；此外，觅

食理论分析中将分析对象简单化，集中于人类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获取策略，例如人类吃

什么、在何处觅食、觅食时间长度、合作的觅食者有哪些、生存范围等，这使得理论分析

更简单明了、便于操作和应用。

2 狩猎采集觅食模式在西方考古学中的运用

伴随着民族学的发展，国际上关于狩猎采集经济的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研究者认

为狩猎采集社会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阶段。较早期的 Hobbes 认为狩猎采集生活是人类的

最原始状态，贫穷、肮脏、粗俗
[17]
。同时期也有与 Hobbes 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狩猎采

集群体生活雅致，是“高贵”的蛮族
[18]
。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现存的

狩猎采集群体是古代幸存下来的“活化石”，为考古发现的更新世遗存提供行为、组织等

方面的直接类比依据
[19]
。更有甚者，Sollas 认为塔斯马尼亚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及爱斯

基摩人分别代表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
[20]
。这种机械的类比方法长时间地影响着

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相互运用。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对狩猎采集群体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对该群体有了科

学的重新认识。1966 年，“Man the hunter”会议在芝加哥召开，此次会议涉及民族学、

考古学、人口统计学、生态学等领域，会后出版了会议研究成果《Man the hunter》一书，

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狩猎采集群体的开端。研究者运用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等地的民族学

素材，揭示了狩猎采集人群获取食物的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婚配形式等，并提出以往的

机械类比之缺陷，尝试结合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阐释更新世人群的生活等，为狩猎采集经

济研究及应用拉开了新的帷幕。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研究不外探究人与人间、人与资源间的

关系。此次会议使学者们形成了对狩猎采集社会生活方式的认识：平均主义、低人口密度、

无领地意识（lack of territoriality）、食物储备少、灵活的社会组织机构、强调植物资源多

表 1 狩猎采集群体食谱中主要食物资源比重的纬度变化
Tab.1  Primary subsistence source by latitude[10] 

Degrees from the 
Equator

Gathering Hunting Fishing Total

More than 60° — 6 2 8

50°-59° — 1 9 10

40°-49° 4 3 5 12

30°-39° 9 — — 9

20°-29° 7 — 1 8

10°-19° 5 — 1 6

0°-9° 4 1 — 5

World 29 11 18 58

Percentage(%) 50 18.97 31.03 100

本文所阐释的狩猎采集觅食模式

是基于民族学、考古学、生态学等学

科综合分析的理论模型，通过调查分

析现生的狩猎采集群体如何改进生产

技术和社会组织形态等策略、应对生

存环境压力、合理并有效利用生态资

源，实现适应生存，从中总结规律并

验证其合理性，最终以之分析考古学

材料，结合古环境、古生态等手段，

复原古人类生存方略，为旧石器时代

人类生存策略的重建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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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物资源，狩猎采集者通过刻意的自身调整来维持人口与资源间的平衡
[21]
。

此次会议之后，随着对民族学资料的逐渐掌握，部分史前考古学家尝试以此为参考，

复原和论证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有学者认为，对现代狩猎采集人群的深入

理解能为史前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准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
。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

现在的狩猎采集群体受到当今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其纯洁性或多或少地被破坏，往往上

演一幕混合生存的剧目
[22]
，如园艺、贸易等行为伴生，单纯地以狩猎采集为生在民徐学

资料中如凤毛麟角，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有很大不同，以此推论，民族学在史前

群体的研究中无用武之地。这些分析是否合理呢？实际上，因为周边环境、群体的影响以

及长期生存过程中的积累，现存狩猎采集群体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能机械地

以之类比历史，然而，考古发掘中所能出土的遗物仅是古人类遗存的一小部分，无法将史

前生存场景重现，民族学材料却能够为之提供参考和佐证，因此，我们不能忽略民族学研

究的价值，而应该理性地对之取舍
[23]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尝试使用中程理论在过去的真实历史和今天的考

古记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24]
，利用现有的民族学材料分析遗址的形成过程等。研究中，

中程理论者关注于获取对考古记录阐释能直接发挥作用的信息，对一些特殊的考古案例而

言，中程理论模型似乎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8]
。然而受考古发掘的材料所限，历史

往往不能完整地重现，特别是史前人类生存方式无法恢复，考古学家在运用中程理论对考

古遗址及堆积进行考古学阐释时出现了矛盾，典型案例即对 Gatecliff 岩厦遗址出土的动物

遗存进行的分析。同样是运用中程理论，Tomas 和 Meyer[25]
认为，此遗址中动物骨骼的保

留状况是因为人类在此狩猎后将猎物的高产出部位肢解、搬运到别处所致；Grayson[26]
却

认为，该遗址中某骨骼部位的数量与其经济效率的比值远低于该骨骼部位的数量与其在遗

址中的分布密度之比值，故而，与人类的搬运相比，以骨骼破坏解释该遗址的形成更为合

理。类似的研究中，中程理论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解释。民族学、考古学、古环境学、生

态学等各学科相结合产生的狩猎采集觅食模式从部分案例中逻辑性地演绎出一般性的理论

阐释，具有探索性和启发性，在西方考古学研究中大显身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程理论

的不足。下文将介绍狩猎采集觅食模式中应用比较广泛的几个模式。

2.1 K-/r- 选择资源概念
环境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关键，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源条件。学者们从资源的多样性、

稳定性、产出量等方面得出可根据不同环境条件预测人类应对策略的模式，其中影响较大

的是 K-/r- 选择资源概念。

在面临不同的资源时，人类的开发策略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在旧石器时代晚

期出现的研磨工具、磨光石器等是针对当时的资源、人口状况而发明的开发策略。资源是

如何对文化产生类似影响的呢？ Hayden[27]
引入生态学上的 K-/r- 选择资源概念尝试对此

提供解答。

资源的稳定性在两个极端状况之间有不同表现：一为低稳定性环境，气候季节变化

显著；二为高稳定性环境，气候条件稳定，食物资源不会出现因气候变化造成的变动。

在上述不同的资源条件下，狩猎采集者会做出相应的资源选择
[28-29]

。低稳定性环境中

的物种多个体较小、生长和繁殖期短，繁殖能力强，群体规模低于环境载能（car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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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被称为 r-选择资源，其所处环境往往只有少数物种能够存活，故资源多样性低，

以沙漠地区为代表的资源不稳定地区的狩猎采集者采用 r- 选择资源
[30]
。高稳定环境中的

资源多体型大，寿命长，繁殖的速度慢，个体数量与环境的载能大致相当，这些资源被称

为 K- 选择资源，这种环境能保证多个物种生存，资源多样性较高。研究者指出，r- 选择

资源条件下，不稳定的资源条件导致大型的中心性居址的形成，并可能带来食物储备的出

现
[31-32]

；K- 选择资源条件下，稳定的食物供给促使狩猎采集者划分为小的群体，分布区

域广泛。

显而易见的，K- 选择资源（例如鹿）相对难以获得，而 r- 选择资源（例如贝类、橡

子等坚果）容易得多，但是一只鹿的产出量大大高于一只贝类。为了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满

足需求的能量产出，使用 r- 选择资源的狩猎采集者最终会发明出更为有效开拓这些资源

的技术，改进社会组织结构，以提高成产效率，更新世末期开始的细石器技术、磨制石器、

磨盘、磨棒等技术发明及动植物的驯化多与 r- 选择资源的利用有关
[27]
。

2.2 最佳觅食模式（The optimal foraging model）
长期以来，人类生存模式吸引了研究者更多的关注。食物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理论上，

狩猎采集者以两种方式获取食物：一是效率最优化；二是产出最大化。

最佳觅食模式体现的是最优选择的理念，它是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主要用来分

析动物觅食习性和活动规律
[33]
。人类学研究中，该理论应用范围广泛，包括食谱选择、

资源斑块选择、觅食时间长度的调整、觅食群体大小等方面，特别是在前三者的运用较为

广泛。

2.2.1 最优食谱宽度模式（The optimal diet breadth model）
此模式是最佳觅食模式的衍生物之一。该理论假设动物食谱专一化，追求高档食物

资源，集中捕猎一种或几种猎物，花最少的力气或时间获得最高的食物回报
[2-3, 8, 33-35]

。作

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其觅食规律也是如此。上文所述的 K- 选择资源单位个体的产出率高，

属于高档次资源（high-ranked resource）范畴；而 r- 选择资源单位个体的产出率低，属于

低档次资源（low-ranked resource）范畴。特定生态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根据资源的丰

富程度、单位资源的能量产出率、寻找和加工耗费的时间等多项因素的不同判断其档次，

将能够提高单位时间净产出的高档次食物纳入觅食范围
[8]
。一般而言，某一资源斑块中，

低档次猎食对象的数量多，所需的寻找耗费少；而大型动物数量少，所需要的寻找时间多，

但是其对应的处理时间耗费少。大型动物是史前人类狩猎的第一选择，但是高档次资源的

稀少导致寻找时间长，狩猎采集者为了保证获得足够食物，需要相应扩展食谱宽度，实现

产出最大化。假如将某一资源纳入食谱之后，该食谱寻找时间的减少大于处理时间的增加，

则此方案具有可行性；若二者相当或前者小于后者，则无需将此资源纳入食谱
[35]
。有些

植物资源产出比值高，而某些动物资源会出现数量少、个体小或者难以捕获等现象，故而

出现部分动物资源档次低于个别植物资源的现象，这个现象已经为众多考古材料和民族学

资料所证实
[36-37]

。

假定某资源斑块中有七种食物资源（如图 1），捕获每种资源需要一定的寻找时间和

处理时间。仅收获资源 1 和收获全部七种资源的单位产出量所耗费的时间较高，意味着单

位时间的产出量小，而收获资源 1、2、3、4 的单位产出量的耗费时间是最低的，即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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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单位时间产出量，因此，理想的食谱宽度是仅收获资源 1、2、3、4[8,38]
。民族学数据

显示，狩猎采集者能够根据长期经验积累适时地调整食谱宽度，并能发展出最适合需求的

工具套组合。当人口数量增加而要求更高产出量或由于某个地区整体自然条件恶化、高档

资源减少时，虽然将低档资源纳入食谱会降低单位时间产出比，但却使狩猎采集者获得足

够的总产出，维持生计。

用觅食理论阐释考古学现象时，需要将生态学、民族学中的多个变量可操作化，食

谱宽度模型的运用也面临这个问题。由于时代的久远性，受人类搬运、动物作用、自然风

化等因素的影响，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保存未必理想，其所反映的人类

食谱状况与现生民族学调查有一定不同；此外，同一动物个体某一骨骼部位破裂有可能形

成多件可鉴定标本，也有可能形成多见不可鉴定标本，造成可鉴定标本数增加或减少，综

合考虑以上因素，Grayson 和 Delpech[39]
对法国西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Le Flageolet Ⅰ

遗址的食谱变化研究是一个成功案例。考虑到遗址中可鉴定标本数、物种数量、骨骼破裂

程度、不同骨骼部位的比重等因素，首先排除了因骨骼破裂程度不同而造成的可鉴定标本

数与物种数量比重变化的可能；其次，通过分析出土骨骼中不同部位的比重，作者指出人

类对猎物的肢解与搬运行为对该遗址的食谱研究不会构成影响。作者指出，遗址中不同堆

积层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数与物种数量之比值形成两条斜率完全不同的直线，反映了不

同时期古人类的食谱宽度不断改变，斜率小的直线代表了当时的食谱中，赤鹿或驯鹿在食

谱中的高比重，食谱的宽度小；相反的，斜率大的直线说明食谱宽度大。奥瑞纳和佩里戈

尔文化传统的堆积在这两条直线上皆有分布，因而，食谱的变化并非由文化传统的改变造

成，导致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是遗址周边环境状况的变化。Grayson 和 Delpech 考虑了食

谱宽度模型的多项假设前提，从考古材料的实际状况出发，进而分析古人类食谱的变化及

造成变化的原因，是该模型成功运用的典范。

在美国大盆地的考古学研究中，出土了大量 Prenomic 人群使用的投掷尖状器，同时

图 1 食谱宽度选择图解 [8,30]

Fig.1  Graphic illustration of dietary 
breadth problem

期的岩画中也出现大型动物捕猎的场景；与之相

反的是晚期的 Nomic 人群，考古学发现的材料

中，出现大量种子收获、处理的工具。据此推测

Prenomic 人群的食谱中高档次资源占绝对比重，

觅食过程中的耗费低。而到 Nomic 时期，随着

人口数量增长给自然资源带来压力，食谱宽度的

增加势在必然，低档次的植物性资源增多，高档

次的大型动物资源相对减少，觅食耗费高
[40]
。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广谱革

命是狩猎采集者应对环境变化、人口压力、人群

流动性降低等多种因素而对食谱宽度做出的调

整，广泛分布的低档次资源的纳入大大缩短了食

物的寻找时间，弥补了高档次资源可获得性降低

的不足，提高了该阶段不稳定环境的载能
[41]
。

该时期出现的研磨石器、细石器工具、陶器等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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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工低档次资源，是人类采用技术的投入来改造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维持自身生存的结

果
[2]
。

2.2.2 边缘价值理论（Marginal Value Theorem）
食谱宽度模型假设资源的丰度在空间上是随机而平均的，但实际情况却在时间和空

间上都是复杂的，资源往往以斑块（patch）的形式存在。边缘价值理论认为，狩猎采集

者在某一斑块中的觅食时间是受该斑块的资源质量、数量、消耗程度及斑块所在的整体环

境所能提供的资源总量决定的
[8,42,43]

。如图 2 所示，在某一斑块中，总的资源获取量（Y
轴）与觅食者在该斑块中花费的时间（X 轴）之间呈曲线关系。资源获取量在初始阶段呈

现较快的变化，说明该阶段的资源丰富，易于获得，对斑块的影响较大。随着狩猎采集者

觅食活动的继续，资源逐渐被消耗，最终耗竭，此时此斑块的资源获得量曲线与 X 轴平行。

狩猎采集者并不能在某一资源斑块完全耗竭之后才选择离开，因为在觅食的最后阶段，所

能获得的资源量是十分有限的。什么时间放弃该资源斑块呢？基于不同斑块的资源获取量

可以计算出这些斑块所在的整体环境的能量产出率（即所获取能量与消耗时间的比值），

以该能量产出率为斜率，与已知曲线画切线 A，切点对应的 X 轴（F 点）即觅食者所能在

该斑块中花费的最大觅食时间，超出这段时间的觅食活动将得不偿失。随着高档资源斑块

的消费加剧，整体环境的能量产出率下降，一些中档、低档的资源斑块会逐渐纳入觅食范围。

切线 A 与 X 轴相交的点为觅食者抵达此斑块所花费的通勤时间最大值，距离太远的

优质斑块使觅食者耗费太长通勤时间，也会造成觅食活动的入不敷出。对有一处中心营地

的狩猎采集者而言，斑块与中心地之间的通勤时间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心点觅食模式为

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参考，将在后文详述。

Shag 河嘴遗址位于新西兰南岛东岸，该遗址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化石，其中在遗址

形成早期，生活在近海区域的鱼、贝类等低档资源低于动物骨骼组成的 5%，到晚期遗址

中，近海斑块资源比重逐渐达到 60%，甚至一度超过 70%。鱼、贝类资源含高蛋白成分，

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为什么早期人类未开发近海资源斑块呢？研究发现，遗址范围内的

早期人类生存资源以恐鸟等大型高档资源为主，而这些资源的生活区域集中在内陆及沿海

地区；因为觅食距离远，资源以鱼、贝类等小型资源为主，远距离的近海区域产出率低未

被开发。随着大批毛利人的到来，近距离资源斑块的觅食加剧，内陆及沿海地区资源消耗

图 2 边缘价值理论图解 [8,42]

Fig.2 Graphic solution of marginal value theorem

严重，整体环境的能量产出率大幅度下降

（切线 A 的斜率下降，如图 4），鱼、贝类、

小型鸟类等中低档资源逐渐被纳入食谱，

在开发内陆及沿海地区资源斑块的基础上，

以近海区域为代表的中低档资源斑块被也

逐渐开发。据边缘价值理论推测，研究者

认为这恰恰反映了觅食者对通勤花费、资

源获取量等因素的权衡。该理论从时间、

空间上的变化讨论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

为史前人类行为重建提供了独特视角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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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中心点觅食模型（Central place foraging model）
中心点觅食模型中，觅食活动的完成需要在中心地与资源斑块之间完成来回通勤，

最优觅食行为与通勤时间密切相关。与边缘价值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通勤时间是单

程的。此外，中心点觅食理论中，资源需要从觅食地点运输到中心地，而边缘价值理论则

认为，资源是在觅食地点被直接消费的。中心点觅食理论的建立，能够解决因觅食地点与

消费地点不一致而造成的资源野外加工、运输最大化问题。在分析工具原料的获取、初级

加工与运输问题时，该理论具有同样的作用
[8, 45]

。

如图 3 所示，假设技术和斑块条件的稳定，某一斑块中总资源获取量用 Y 轴表示；

X 轴左侧代表通勤时间，右侧为觅食时间，该斑块中总的资源获取量与觅食者时间之间呈

曲线关系。直线 A 表示不同档次资源与获得该资源所需时间的函数关系。若从中心地到

一个资源斑块的通勤时间为 T1，从该点引曲线的切线，与 Y 轴相交于 C1 点，切点对应

的时间 S1 点为此斑块的最大觅食时间，坐标（S1，C1）位于直线 A 上，意味着该次觅食

活动追求最低档资源为 C1。此次觅食活动的最大资源获取量为 C1’。随着通勤时间的增

长（T2），其他各个数值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分别对应 C2、C2’、S2，意味着觅食者需

要增加在某一斑块中的觅食时间以便进行适当的野外加工、提高觅食对象的档次、增加单

次觅食活动的资源获取量，抵消通勤时间的增长对能量产出率的影响。若两个资源斑块的

通勤时间相等，意味着低档斑块的觅食时间长，追求的资源档次（C1）低，资源获取量

C1’小（如图 4）。

中心地觅食理论将资源与斑块档次、觅食时间、通勤时间、食谱宽度、野外加工与

处理等多项因素综合考虑，相对全面地分析对觅食者造成影响的因素，从而更全面地揭示

狩猎采集者的行为和生存方式。

中心地觅食理论在西方的民族学、考古学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45-47]

，例如美国

大盆地史前狩猎采集者研究中，考古学家就晚更新世早段 Carson 沙漠觅食者的食物资源

获取是否以狩猎为主有很大争议。Zeanah 用现代内华达州 Toedokado 的民族学统计数据

进行生态模拟，运用中心地觅食理论的分析方法得出了独到的结论。在模拟中，作者按照

中心地觅食模型的假设前提，将通勤、野外处理、运输等消耗考虑在内，根据高档资源在

食谱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计算对应的中心地的能量产出率。按照模拟结果，若大中型动物在

 图 4 同一中心地不同斑块的选择图解 [8]

 Fig.4 Patch-choice in central place foraging model
 图 3 中心点觅食模式图解 [8]   

Fig.3 Graphic illustration of central place forag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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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谱中所占比重达到 55%，则相应要求与羊同等档次的动物资源数量达到 3000 头，但是

按照环境载能估计，晚更新世早段的该地区最多能提供的该档次资源数量上限仅 900 头，

因此，狩猎为主的营生方式在 Carson 沙漠是不现实的。为了资源获得最大化，中心地应

该位于相对利于女性采集的地区，而男性则需要在更广阔的周边区域进行后勤式的狩猎活

动，当时人类的食物来源方式并非以狩猎为主
[47]
。

3 存在的问题

狩猎采集觅食理论的核心是用简单的方式揭示出复杂的行为过程，假设环境条件的

理想化，这使得该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可操作性强，在解释考古学现象时，能够提供简单有

效的理论阐释。正如 Smith[16]
所指出，尽管某些最优模式为我们深入理解狩猎采集者的生

存策略提供了捷径，但是这些捷径有时会让我们误入歧途。狩猎采集觅食理论的假设前提

也在其实际运用中有很大局限性——现实与假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学者们对该方法的

质疑也由此而生：这种过度的理想化在史前人类生活中是否合理？人类的觅食动机和目标

是否与理论阐释一样单纯？ 

该觅食理论在运用中的确产生一些问题。例如，食谱宽度模型预测了狩猎采集者的

食谱宽度，但是并不能准确预测出某一档次资源在食谱中所占的比重。当觅食者发现高档

次资源时，理所当然地会尽力获取此资源，但是资源的密集度在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在

食谱中出现的几率也受环境等因素的很大影响。北美的驼鹿捕食者追踪驼鹿的蹄印搜寻猎

物，冬季的大雪天气导致驼鹿降低自身流动性，同时蹄印易于被降雪覆盖，增加了搜寻的

难度，驼鹿在食谱中的比重会相应下降甚至消失
[23, 48]

，这种季节变化造成的影响并不能

为食谱宽度模型揭示出，相似情况下，食谱宽度模型似乎已经失去了其意义。此外，大多

食谱的统计分析来自民族学材料。民族学分析中，研究者需要统计不同档次资源的搜寻、

加工耗费及能量产出率，据此分析该资源是否在食谱范围内，然而，如果某资源档次太低

而不能为现代觅食者所青睐，研究者是无法统计出该资源的相关信息的，也就无从对比分

析史前食谱宽度
[23]
。这与理论预测的需求显然是相左的。此外，虽然边缘价值理论、中

心点觅食理论一直为学者所重视并深入研究，并在民族学研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目

前为止该理论在考古学运用尚有欠缺，主要是因为其关键性的假设前提：通勤时间中狩猎

采集者不会有觅食活动，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
[23]
。Winterhalder 研究发现，北美 Cree 人

的狩猎活动并没有斑块的理念，而是在有可能发现驼鹿的地方追踪其踪迹，并在任意能追

到此驼鹿的地方狩猎
[48]
。

发现了狩猎采集觅食模式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后，研究者指出狩猎采集觅食理论的

目的是将考古数据与“理想分析”对比，在理想化的假设前提下，将考古分析简单化、可

操作化，运用统计数据、图表分析等对比民族学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材料，一目了然地验

证史前人类是否有这种理想化的倾向，为史前研究提供参考性的解释
[8,49]

，模拟狩猎采集

者的行为不是指机械地对民族学现象进行复制，而是模拟在模型设定的目标和条件下，狩

猎采集者在特定条件下的真实性，若考古材料与模型的期望值相偏离，意味着我们需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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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未知的因素，指导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23]
 ，在考古学检验中将理论逐渐完善，而非教条

式地在考古学运用中套用。

阐释考古学现象时，觅食理论与环境信息、劳动分工、社会组织形式、经济形式等

多变量的结合势在必行。美国大盆地更新世到全新世过渡的前古朴（prearchaic）时期的

遗存中发现部分植物加工工具，如磨盘、磨棒等，到古朴（archaic）时期，此类工具的数

量大幅度增长。按照食谱宽度模型的预测，人类的资源对象以高档资源为主，但是为什么

更新世晚期植物资源的使用如此广泛呢？ Elston 解释为，男性和女性在劳动中存在分工，

各自的觅食对象不同，按照食谱宽度模型，男性倾向于大中型动物，女性的觅食对象则包

括小型动物、鱼、贝类及植物等低档资源。古朴时期，人类流动性向后勤式方向发展，出

现居住中心地，女性在中心地周围觅食，男性则围绕中心地进行后勤式的狩猎等活动，狩

猎范围有限，狩猎采集者对资源斑块的开发程度加强，特别是采集活动加强。在此过程中，

随着环境的变化，动物资源少，采集植物资源能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保障，而狩猎活动的

活动范围小、成功率低，男性对狩猎工具的投入减少，相反地，女性发明了更多植物加工

工具，采集经济比狩猎经济具有更高的保障性，男性狩猎相对减少，男女性食谱出现大量

重合，即男性对低档资源的开发逐渐增多，进一步促进了低档资源开发技术的发展
[50]
。

在该案例中，作者尝试将多个觅食理论与考古学材料结合，综合分析、论证、阐释了文化

发展的内在机制。

4 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应用及发展潜力

中国学者曾尝试将狩猎采集觅食理论介绍到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用最佳觅食模式阐

释农业起源的机制
[2-3]

，但是如同昙花一现，这种方法并没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展开。进

入二十一世纪，陈胜前运用我国 431 个气象站三十年的气候资料模拟狩猎采集者的生态环

境与食物来源，参考民族学材料推测我国狩猎采集者的生计特征和适应性为的变化，探讨

我国史前狩猎采集者适应性行为变迁的规律
[4-7]

，不失为中国狩猎采集模拟研究的良好开

端。古人类的行为模式已经无法再现，但是在其文化遗存中能够表现出一些端倪，现代的

民族学调查和生态研究为参考，以古人类的遗迹、遗物为基础，以狩猎采集觅食模式模拟

研究古人类适应策略具有高屋建瓴式的辅助性意义，这在北美的史前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尽管与北美的史前研究相比，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漫长悠久，可能出现因直立人、智人等多

个演化阶段的人群而产生的与现代狩猎采集者生存方式不完全一致的考古学现象，将觅食

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史前研究中是不合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狩猎采集者仍是与之最

为相近的群体，灵活运用狩猎采集觅食模式为深入发掘考古学器物背后蕴含的人类生存的

有机信息提供独特帮助。囿于器物本身的研究，并不能完全揭示文化的变迁，狩猎采集觅

食模式将从宏观到微观的环境、生态、文化、人类等多项因素结合，是接近历史的有效方

法之一。

人类及其文化都是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因生产生活技术、智力水平及团

队的组织行为等，与环境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人类影响和改变其生存环境，同时环境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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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人类的行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研究人类的生物学属性、文化属性及环境

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作为其分支学科，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研究人类

采用何种方式的文化适应其生存环境，强调环境、生态的重要性。换言之，理解过去人类

生存的生态、环境，是考古学研究的必经途径
[51]
。因而，细致地对考古遗址中生态、环境、

资源状况的收集与分析，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状况，是运用和检验理论模式的所必需的，

也是复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资料丰富，在超过 1000 处遗址中出土标本数以百万计，以类

型学为主导的分析方法贯穿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始终，许多材料和信息提取并不彻底，

石器功能学与人类行为问题亟待解决
[52]
。近些年来，残留物分析、微痕分析等方法逐渐

引入到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揭示石制品的功能；空间分析的运用使得考古遗址功能分析、

古人类用地方式的研究成为可能；古环境学、古生态学研究帮助我们重现古人类生存环境、

资源条件等。我国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逐渐细致，狩猎采集觅食模式将以上方法的多项

研究指标加以综合，解读古人类的生存、组织方式。如同前文所述的法国 Le Flageolet Ⅰ
遗址、新西兰 Shag 河嘴遗址、美国大盆地考古研究中的运用，狩猎采集觅食模式的运用

为深入探究文化遗物内包含的深层机制提供帮助，例如 K-/r- 选择资源及食谱宽度模型等

理论让人思考：不同的石制品组合反映了人类怎样的食谱范围？古人类是如何对不同食物

资源做出取舍？根据某区域内遗址的数量及性质、工具的便携与可依赖性等设计因素、不

同档次食物资源的利用等因素，结合狩猎采集觅食模式，分析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及对不

同斑块的利用程度，进而推测：狩猎采集者具有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当时的环境条件

下，狩猎采集者的工具是否适应于其流动性？人与环境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中国早

期农业起源的机制是什么？仅仅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不能将这些问题彻底解释清楚，

基于民族学研究、以世界多地区考古资料印证的狩猎采集觅食模式却能够提供独到的解决

方法，此方法的运用将会为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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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ter-Gatherer Foraging Models: Review and Prospect                                                 
in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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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more than 99% of human evolutionary history, human beings had uniquely 
foraged wild food and totally depended upon resources growing in nature. A tremendous body 
of new research in the ecology, biology, and society of the past plus work on recent hunter-
gatherers has been published since 1970s, all of which help archaeologists to observe past 
processes of human behavior. Incorporated with data of ethnographic hunter-gatherers, hunter-
gatherer foraging models are helpful to interpret human behaviors of lithic tool production, social 
organization, etc. The meaning of this paper lies in a summary and history of foraging models 
used in archaeology. This paper presents a theoretical prediction and explanation of ancient 
human behavior in Chines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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